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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底价协议是电商直播带货模式下的一种价格垄断行为，是电商直播平台为了获取价格优势而采取的限制

商家定价权的手段，在本质上属于广义的平台最惠国待遇条款。底价协议具有显著的共谋效应以及排他

效应，对市场竞争秩序以及消费者福利都会产生负面影响。反垄断在规制底价协议时需要结合数字经济

时代电商直播行业的特点，既要遏制底价协议对市场竞争的损害，又要避免挫伤直播电商行业从业者的

积极性。对底价协议的规制应该以竞争效果为导向，秉持谦抑性理念与合理性原则，采用垄断协议与滥

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双重路径进行协同治理，以此来确保电商直播行业的创新和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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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nimum price agreements in e-commerce livestreaming represent a form of price monopol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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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duct. These agreements are employed by livestreaming platforms to secure pricing advantages 
by restricting merchants’ pricing autonomy. In essence, they constitute a manifestation of the broad 
Platform Most-Favored-Nation (PMFN) clause. Such agreements exhibit significant collusive and ex-
clusionary effects, negatively impacting market competition order and consumer welfare. Antitrust 
regulation targeting minimum price agreements must account for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commerce livestreaming industry with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The regulatory approach must 
simultaneously curb the harm inflicted on market competition while avoiding the unintended con-
sequence of dampening industry participants’ initiative. Regulation should be competition-effects 
oriented, guided by the principle of restraint and the rule of reason. A dual-track approach utilizing 
both monopoly agreement rules and abuse of dominant market position doctrines is recommended 
for coordinated governance. This framework is essential to safeguard innovation and foster a vir-
tuous cycle of development within the e-commerce livestreaming s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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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数字经济时代，依托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商品销售方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尤其是近两年来直

播带货行业的发展，为消费者提供了更方便的互联网购物方式。我国直播带货起始于 2016 年，经过多年

的发展，直播行业呈现出爆发式增长的趋势，并成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根据艾媒咨询数据

显示，2023 年我国直播电商行业的总体规模达到 16,594 亿元，2024 年总体规模 19,083 亿元，预计到 2025
年规模将达到 21,373 亿元 1。在电商直播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各大电商直播平台为了获取竞争优势大

打“价格战”，通过降低产品或服务的价格来吸引顾客。在 2023 年双十一期间，一则京东采销员的朋友

圈就引发了关于“价格战”的讨论，京东采销员在朋友圈中控诉李佳琦与海氏通过签订底价协议的方式

保证直播间的“全网最低价”。有观点认为底价协议是协议双方关于价格达成的合意，是经营者在进行

市场经营过程中基于商业利益最大化而做出的考量，并不会构成垄断。也有观点认为底价协议会产生共

谋效应和排他效应，阻碍市场竞争，减损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需要反垄断法进行规制。有鉴于此，需要

在明晰底价协议的性质，对底价协议的竞争效果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讨论底价协议是否构成垄断，以及

反垄断法如何进行规制。 

2. 底价协议的概念阐述与性质厘定 

在数字经济时代，网络的透明度很高，消费者在线上购物时更容易货比三家，价格优惠品质有保障

的产品更能吸引消费者的眼球。2024 年电商平台“双十一”成交总额 14418.0 亿元，消费者参与“双十

一”受到价格优惠影响占比 52.3%2，可见价格因素在消费者线上购物决策中占据重要地位，电商平台与

商家签订底价协议正是受到消费者这一消费倾向的影响。在探讨底价协议的竞争效果之前，需要对底价

 
1数据来源：艾媒咨询《2023 年中国批发市场直播电商产业调查及发展趋势报告》。 
2数据来源：艾媒咨询《2024 年中国电商“双十一”消费大数据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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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的概念以及性质进行必要阐述。 

2.1. 底价协议的概念阐述 

底价协议又称保价协议，是指电商直播平台与商家签订的一种限制商家销售价格的合同或协议。在

这种协议中，电商直播平台利用其影响力或流量优势，要求商家保证在自己销售期间商家提供的价格是

市场上的最低价格，如果商家违反该协议，在其他平台或渠道出现更低的价格，商家就要承担相应的违

约金。电商直播平台与商家之间属于代理关系，电商直播带货属于“代理商业模式”(agency business model)
也称“代理分销模式”(agency distribution model) [1]，在代理商业模式中，电商直播平台本身不决定商品

销售价格，直播平台及其平台的带货主播的收费模式是佣金 + 抽成(Cost-per-Sale 简称 CPS)，商品销售

越多抽成就越多。为了获取更多的佣金以及抽成，直播平台以及带货主播希望通过签订底价协议的方式

保证其直播间的商品是全网最低价，以此来吸引消费者，形成用户封锁，并利用强大的“粉丝效应”令

商家对其产生依赖性，在与商家议价时可以有更强势的地位。 

2.2. “底价协议”的性质厘定 

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依托大数据和互联网，新型的垄断行为往往具有隐蔽性，相较于传统的垄断

行为在性质认定上存在困难，有关底价协议的性质有多方观点，讨论最多的是将底价协议认定为强制二

选一以及转售价格维持协议，虽然底价协议在表现形式上具有强制二选一以及转售价格维持的特征，但

是底价协议与强制二选一以及转售价格维持有着本质的区别，强制二选一对商家在其他平台开展经营活

动进行限制，要求商家只能在其平台上进行商品销售，而底价协议体现的是直播平台的强势议价权，是

对商家的定价权的限制，并没有直接禁止商家在其他平台开展经营活动。此外，虽然底价协议与转售价

格维持协议都是处于上下游的经营者达成的协议，但是两者也有本质的区别。转售价格维持协议限制的

是经销商的议价权，而底价协议限制的是上游经营者的定价权，底价协议并不具有转售价格维持的特性。

底价协议从本质上来看符合平台最惠国待遇条款(Platform Most-Favored-Nation Clause，简称 PMFN)的特

征，属于广义的平台最惠国待遇条款[2]。平台最惠国待遇条款源于国际经济贸易中的最惠国待遇条款

(Most Favored Nation，简称“MFN”)，最惠国待遇条款是卖方向买方承诺其给予买方的价格在一定时期

内保证是最低的，如果卖方给予了其他买家更优惠的价格，那么该优惠价格也同样给予当前买方，这种

约定会导致同一卖方的不同买方获得相同的价格，因此 MFN 条款也被称为价格平价条款(Price Parity 
Clauses) [3]。虽然 PMFN 条款源自 MFN 条款，但是 PMFN 条款并不能实现 MFN 条款所产生的价格平价

优惠，电商直播平台签订的 PMFN 条款限制了卖家通过直播平台的竞争者向消费者收取的价格，价格优

势被直播平台牢牢掌握，价格平价的优惠无法实现。PMFN 条款分为广义 PMFN 条款以及狭义的 PMFN
条款，狭义的 PMFN 条款仅要求卖家给予直播平台的价格不能高于卖家自营平台的价格，只是要求商家

“一碗水端平”，并没有减损商家的利益，产生的促进竞争的效果远远大于限制竞争的效果[4]。广义的

PMFN 条款要求卖方给予直播平台的商品价格不能高于在其他任何直播平台(包括卖家的自营平台)以及

卖家的线下销售渠道的价格，产生的限制竞争的效果大于促进竞争的效果[4]。商家与直播平台签订的底

价协议不仅限制了商家自营平台的价格不能超过电商直播平台的价格，同时商家在其他销售平台或者直

播间的销售价格也被限制，全网最低价被某一个电商直播间垄断，会产生排他效应和共谋效应，损害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因此需要反垄断法对电商直播领域的 PMFN 条款即底价协议进行规制。 

3. 电商直播平台底价协议的竞争效果分析 

通过签订底价协议，直播带货平台可以获得价格优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交易成本，防止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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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平台的搭便车。诚然底价协议具有一定的促进竞争的效果，但是电商直播平台签订底价协议所产生

的共谋效应以及排他效应更为明显，对消费者以及商家的合法权益也会造成损害，底价协议在本质上属

于广义的平台最惠国待遇条款，限制竞争的效果大于促进竞争的效果，具有现实的违法性，需要反垄断

法对此做出规制。 

3.1. 产生共谋效应 

在数字经济时代，信息的透明度高，传统市场的信息壁垒被打破，商品的价格信息能够更容易被经

营者掌握。借助对价格信息的掌握，经营者之间可能形成价格共谋，这种共谋既有商家之间的横向共谋，

也包括商家和直播平台之间的纵向共谋[5]。一方面，底价协议有利于商家之间达成横向共谋，通过设定

价格下限形成“承诺机制”，当时商家违反底价协议时会受到平台的流量惩罚(例如降低搜索排名等)，商

家降价的空间被压缩，降价意愿被削弱，导致价格长期保持在一个较高水平。其他商家借助数字经济时

代的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快速捕捉这种价格信号，形成隐形的默示合谋。另一方面，底价协议会

促使商家与直播平台形成纵向的价格共谋，当商家与直播平台签订底价协议后，其对商品的定价决策需

要遵循与平台的约定，商家的定价权受到了限制，商家的降价活动不能针对所有的平台和消费者。同时

受到价格锚定效应的影响，消费者在选择商品时会因为直播平台所宣传的全网最低价而忽视其他直播间

同种商品，哪怕其他直播间的商品质量或者配套服务更具有优势。未签订底价协议的直播平台因此无法

通过降低佣金吸引商家降价的积极性，直播平台与商家之间的价格共谋更加稳固。 

3.2. 产生排他效应 

在市场经营中，新进入的经营者，相较于在位的经营者往往并不具有地位优势，需要通过降低价格

的方式打开销路。但是底价协议会帮助在位的市场经营者排除和限制新的竞争者进入市场，形成对新进

入经营者的市场封锁。在直播电商生态中，头部主播以及电商直播平台掌握着绝大多数的用户数据以及

市场信息，当新进入的小主播以及电商直播平台想通过“渗透定价”策略进入市场时，会面临直播平台

以及头部主播通过底价协议约定的全网最低价，导致小主播以及电商平台即使更具有价格优势也难以有

效发挥[6]。这就为行业内的新进入者设置了较高的行业壁垒，电商直播市场被在位的电商直播平台以及

头部主播垄断，其他的经营者无法进入市场，从而产生了排他的效果。除此之外，新进入市场的商家也

需要设置更低的价格来进入市场，需要好的品牌宣传打开销路，电商直播平台以及头部主播自带的网络

流量对品牌推广具有重大的助力，但是这些电商平台以及头部主播往往具有强势的议价权，并且通过底

价协议来保障其直播间的全网最低价，这会导致小品牌的利润空间被压缩，难以进入直播带货领域，对

新进入市场的商家也会产生排他效应。 

3.3. 损害品牌方和消费者权益 

底价协议体现了商家定价权与直播平台议价权的矛盾，理论上，定价权属于商家的，商家给予哪一

方更低的价格是由商家自行决定，属于商家正常的经营活动。而电商直播平台具有议价权，通过与商家

的协商为消费者谋求更实惠的价格。在理想状态下应该实现商家通过直播平台扩大销售规模、直播平台

通过佣金与抽成实现价值转化、消费者享受到价格福利，最终达到的应该是主播方、品牌方、以及消费

者三方获利的效果[5]。实际上，三方获利的效果并没有实现，平台具有强势的议价权，通过与商家签订

底价协议限制了商家的自主定价权，商家的利润空间被压缩。而且平台与商家签订底价协议也并不是为

消费者谋求更实惠的价格，而是为了以全网最低价的宣传吸引消费者购买，排挤其他销售渠道的竞争从

而形成用户黏性。直播平台的底价协议剥夺了商家在不同销售渠道中的灵活定价能力，从长远来看对消

费者权益以及商家的利润都会产生负面影响。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8700


翟琳琳 
 

 

DOI: 10.12677/ass.2025.148700 157 社会科学前沿 
 

3.4. 底价协议对市场竞争的促进作用 

电商直播平台底价协议的签订可以解决搭便车问题，在网络直播带货销售模式中，主播或者商家可

能会利用他人的努力、知名度以及影响力来推广自己的商品或者服务，而这种利用行为并没有给予相应

的报酬或者付出相应的成本。在消费者通过主播的创意以及营销策略对其商品产生兴趣后，商家通过压

价的方式引导消费者绕开主播方直接与商家进行交易，这会影响到主播收取建立在交易基础上的抽成。

有鉴于此，通过签订底价协议可以保护主播通过其努力营销而形成的成果，解决搭便车问题。 

4. 电商直播平台底价协议反垄断规制理念 

4.1. 秉持谦抑性理念 

反垄断法所保护的核心法益是自由、公平的市场竞争，进而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只有秉持谦抑

性理念，保持审慎的态度，才能更好的发挥反垄断法在规制电商直播平台底价协议的作用[7]。直播带货

是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新型的商业模式，对直播带货中出现的新型价格垄断行为进行规制也

需要考虑到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电商直播行业尚处于发展阶段，市场规则也尚未完全定型，

若对所有可能损害竞争的行为都采取高压打击的态度，不仅可能抑制行业的创新活力，还可能对市场参

与者形成过度威慑，反而阻碍市场竞争的良性发展。在此背景下，反垄断法规则底价协议应秉持谦抑性

原则，规制对象不应该是底价协议本身，而应该聚焦于底价协议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是否产生了排除、限

制竞争的实际效果。针对底价协议的反垄断执法也应该坚持“行为导向”而非“形式禁止”，在充分分析

底价协议所造成的竞争损害基础上进行监管。既可以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又为新业态的成长与发展

留出足够的空间。 

4.2. 适用合理性原则 

反垄断法在规制垄断行为时适用合理性原则以及本身违法性原则，但是在数字经济时代，随着大数

据数据、算法技术的应用，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更加隐蔽，意思联络难以获取、相关市场界定的难度加

大，如果以本身违法性原则对底价协议进行规制，不仅可能对正常的商业活动造成影响，还会抑制平台

与商家之间的灵活合作，挫伤电商直播行业从业者的积极性，最终不利于电商直播行业的发展。因此，

对底价协议进行反垄断规制要运用合理性原则的分析模式，综合分析电商直播平台与商家签订低价协议

的目的、实施方式以及对市场的影响。不仅要考虑底价协议是否产生了竞争损害效果，还应该进一步判

断这种竞争损害是否源自于电商直播平台的主观意图，以及这种竞争损害是否可以由市场内部机制予以

救济。只有在底价协议产生的竞争损害效果超出了市场自我调节的能力并且直播平台具有主观上排除限

制竞争的意图时，才应该启动反垄断干预机制。此外，还应该借鉴《欧盟运行条约》101 的规定，给予电

商直播平台一定的抗辩权，更好的保护电商直播平台免受不公平的待遇，从而更有利于市场竞争[8]。 

5. 电商直播平台底价协议反垄断规制路径选择 

双边市场具有复杂性，对底价协议进行反垄断法规制，需要结合具体情况，分析出底价协议的属性，

判断底价协议属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还是垄断协议。单一选择其中一个进行规制都无法实现对底价协

议的有效规制，因此，对底价协议进行规制，不应该拘泥于传统的垄断行为的划分，而是需要垄断协议

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共同规制。 

5.1. 纵向垄断协议对底价协议的规制 

纵向垄断协议是指处于同一产业链不同环节、不存在直接竞争关系但具有交易关系的经营者之间，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8700


翟琳琳 
 

 

DOI: 10.12677/ass.2025.148700 158 社会科学前沿 
 

通过明示或默示方式达成的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9]。在电商直播带货中，平台与商家签订的底价协议

因涉及上下游环节的交易关系，且以限制价格自由为手段，具备典型的纵向垄断协议的形式特征。理论

上可以纳入纵向垄断协议的范畴规制。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反垄断法中部分纵向垄断协议可能因为符

合“代理模式”的条件而获得豁免[10]。因为在代理关系中，代理人不具有独立的市场竞争地位，其行为

是按照被代理人的指令进行，受到被代理人的约束，所以将这种代理关系作为纵向垄断协议的豁免情况。

电商直播平台对商家的商品进行宣传和推广，在形式上属于商家的代理人，但这种代理并不是常见的代

理形式，不符合反垄断法规定的纵向垄断协议豁免标准。平台虽形式上受商家委托进行商品推广，但其

实际行为已超越代理范畴，平台不仅承担商品宣传职能，还通过流量分配、算法推荐、用户评价等机制

直接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实质上具备“销售者”属性。并且在电商直播平台与商家的这种代理关系中

显然是平台占据优势的地位并具有话语权[11]，一方面，电商直播平台以流量奖励、粉丝效应等诱导商家

接受底价协议，另一方面，商家为获取销量不得不接受平台对其定价权的限制。这与通常意义上的代理

所表现的代理人与被代理之间的地位恰恰相反，因此也就不能将其当作传统的代理活动而加以豁免，反

垄断执法机构在审查此类协议时需要穿透“代理”表象，重点考察电商直播平台是否通过底价协议达到

了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 

5.2. 横向垄断协议对底价协议的规制 

电商直播平台与商家之间签订的底价协议在形式上具有纵向垄断协议特征，但在双边市场中受到底

价协议影响的有多方主体，包括商家、商家的竞争者、电商直播平台以及平台的竞争者等。这种广泛的

影响使得底价协议在实际运行中极易引发横向共谋的风险。电商直播平台具有双重身份，在其平台上不

仅销售其他品牌的商品也销售其自营的同种商品，电商直播平台与入驻商家之间的关系不再局限于单纯

的交易关系，而是演变为存在品牌竞争的实际竞争关系。电商直播平台利用其市场支配地位，通过与商

家签订底价协议，限制商家在其他平台的定价自由，实际上具有借助纵向垄断协议形式实现对横向价格

垄断的事实。从而对市场竞争产生排除和限制的效果。除此之外，电商直播平台在其中还可能扮演着“轴

心”的角色，促成多个具有竞争关系的商家之间形成默示共谋[12]。当电商直播平台与多个具有竞争关系

的经营者达成底价协议，与销售同种产品的不同商家约定其直播间的商品为全网最低价时，由于平台本

身掌握着各个商家的价格动态，且具备高度的信息整合能力，容易成为经营者之间进行意思联络的媒介

[12]。尤其是在数字经济环境下，市场透明度高，商家能够迅速获取竞争对手的价格信息并据此调整自身

策略。若平台在其中主动传达价格信号，则易促成价格协调一致的行为，在此情形下底价协议就具有了

轴辐协议的性质。 

5.3.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对底价协议的规制 

在反垄断法框架下，垄断协议要求至少两个独立的责任主体之间存在合谋行为，单一责任主体的行

为无法构成垄断协议。电商直播平台与商家签订底价协议可能并没有合谋或者合谋难以被发现，则难以

直接使用垄断协议的相关规定进行规制，此时，适用于单一主体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就凸显出其在规制

底价协议中的重要地位。判断是否构成滥用市场地位主要是通过对相关市场的界定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的认定，并进一步考察是否存在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13]。在合谋意图难以发现的情况下，滥用市场支

配地位在适用上相较于垄断协议则更加高效。首先需要对相关市场进行界定，电商直播平台连接了商家

与消费者，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多边市场，传统的代替性分析法以及假定垄断者测试法难以准确反映市场

竞争情况，因此界定相关市场需要结合平台的功能、商业模式、应用场景、用户群体、多边市场、线下交

易等因素进行需求代替分析。对网络直播销售领域的相关市场的界定应区分为电商直播平台和头部主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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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间，两者为商家提供的服务存在明显差距。电商直播平台为商家提供的服务是线上的商品展示场所。

消费者可以在平台上看到商品的价格以及展示图片，这与传统的商品线下销售市场并无本质区别，所以

应该将相关市场界定为商品市场。在主播的直播间主要侧重于对商品进行推广和介绍，主播为商家提供

的是推广服务，为消费者提供了产品介绍服务，所以可以将其界定为服务市场。这种细分可以更好的评

估平台以及主播在各自市场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潜在的影响。其次需要对市场支配地位进行认定，根据《反

垄断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在认定市场支配地位时应该综合考虑平台的市场份额、市场竞争状

况等因素，同时还需要对平台是否“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进行深入分析。即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平台是

否通过市场支配地位的滥用产生了排除或限制竞争的效果。但是在数字经济时代，市场份额的波动很大，

受到粉丝效应的影响，平台以及主播可能会因突发事件而迅速崛起或者衰落。而且，实际上单个电商直

播平台的市场份额往往并没有达到具有垄断地位的 50%，从而不满足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标准。因此在

判断市场支配地位时除了考察市场份额外，还应引入其他衡量标准，如平台的数据积累能力、算法优势、

用户粘性等。此外，如果存在经济联系的多个平台之间采取了共同的行动，则可以引入共同市场支配地

位来认定。 

6. 小结 

电商直播带货作为一种新兴的电子商务模式，结合了直播技术和在线购物的特点，利用互动性强、

内容营销等优势，不仅成为刺激消费的重要引擎，更在推动国货品牌国际化、助力农村电商发展及促进

就业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随着电商直播的兴起而出现的各种新型的垄断行为，对市场竞

争秩序与消费者福利都构成了现实的威胁，同时也制约着电子商务行业的发展，需要我国反垄断法对电

商直播行业中出现的新型垄断行为予以规制。底价协议作为电商直播平台的新型垄断行为，具有排除和

限制竞争的效果，通过垄断协议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双重路径能够有效的规制底价协议，但在适用时要

秉持谦抑性的理念，在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与激励电商直播行业从业者积极性之间寻求平衡，促进我国电

商直播行业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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